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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虞崇胜　闫明明

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多样化的世界提供了一个人类可以休戚与共、生死相

依的美好蓝图。人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这是困扰人类永续发展的基本问题。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人对事关人类永续发展的基本问题的初步回答。需要指出的是，提

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一种外交策略和全球治理方案，它更是一种价值追求和对人类

新文明的追求，实际上是对人类生命、人类本质、人类境遇、人类现状、人类前途的一种价值追

寻，是在全球化时代寻找人类的理想和归宿问题。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从人类新文

明——类文明角度去全面审视，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价值共同体与行为共同体、人类命

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统一起来，以期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讨论提供一种全新视角，进而促

进这场讨论能够沿着更为理性、更为务实的方向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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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多样化的世界提供

了一个人类可以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美好蓝图。

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却并非轻而易举的事

情。由于不同制度下生存的人们有着十分不同的文

明理念，这就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依靠什么文

明理念来支撑的问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

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

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

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我认

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

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

去？”[1]由此可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绝非只

是一个外交策略问题，抑或只是一个处理全球性问

题的原则。它实际是对人类生命、人类本质、人类

境遇、人类前途的一种价值追寻，是在全球化时代

寻找人类的理想归宿问题。

因此，本文拟从人类新文明（类文明）角度，

深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和构建问题，以期

能够为十分火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讨论提供一种新

视角，进而促进这场讨论能够沿着更为理性、更为

务实的方向深入发展。

一、类文明：一种研究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新视角

正如所有普通人都可以感受到的一样，全球化

信息化智能化的浪潮正在按照自身的运行逻辑而不

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向我们扑来。面对着自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

类所能做和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充分认识这场大变

局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人类将以什

么样的姿态和方式去应对这场大变局。

最近十年来，我徜徉在世界文明殿堂中，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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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一个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交往虽然较

之历史上任何时代更加紧密了，但是人类文明似乎

越来越多样化了，如何将这种人类交往的密切性与

文明发展的多样性结合起来呢？经过反复思索和比

较分析，我沿着全球化发展的轨迹，尝试着提出了

一个新概念，这就是类文明。

关于什么是文明，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

我偏向于将文明理解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包

括静态的进步成果和动态的进化过程”[2]。类文明

中的“类”，也有多种含义。我们这里取其中最具

典型的三种含义：“一是类别、种类；二是集合、

归类；三是相似、同类。”从这三种含义中，可以

分离出“类”的三种特质：“一、类是区别的，而

不是同一的；二、类是交互的，是相互依存的；

三、类是类似的，是可以融合的。”[3]

由此可见，类文明不是什么单一的文明形态，

而是人类文明的综合形态。“类”就是人类，就是

共同体，或者说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就

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类文明就是不同文明融合

而成的共识文明，是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一种新

的文明形态。

关于类文明的概念和特征，我在《类文明：全

球化时代中国式民主的应然走向》（载《学术界》

2012年第11期）、《类文明：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

价值共识》（载《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8期）、

《科学认识中国式民主的已然性和应然性》（载

《探索与争鸣》2014年5期）、《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背景下类文明发展的中国预判》（载《理论

视野》2016年第7期）、《多元文化澳门范式形成的

类文明机理》（载澳门《社会经济发展研究》2018
年第1期）已做过较为详细的论述。在上述文章中，

我将类文明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共

同性而不是单一性；其二，交互性而不是同一性；

其三，开放性而不是封闭性；其四，包容性而不是

排他性；其五，互惠性而不是自利性。

需要特别提醒人们注意的是，“类文明的本

质不是同一性、狭隘性、封闭性、自利性，而是多

样性、交互性、开放性、包容性。它不是一国的文

明，也不是世界文明的整体，而是不同文明凝结而

成的一种共识文明。”“类文明不是独打太极拳，

也不是独打保龄球，而是大家（不同国家和不同文

明）在一起踢足球、打篮球。它所展示的不是单一

文明的独特性、奇异性、封闭性、疏离性，而是不

同文明的交互性、依存性、互动性、互惠性、互赢

性。”[4] 类文明的远景类似于费孝通先生晚年所讲

的“文化自觉”，是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共识性的

统一，也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人类大同”的理想境界。

其实，我们提出类文明理念，绝不是什么突发

奇想的主观臆造，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和时代

需求。概括来说，有三个方面的资源和需求促成了

类文明理念的生成：

其一，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和

“公天下”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我国古代先贤都曾以“天下”观念指称大千

世界。在中国古代，“天下”是一个文化、文明的

概念，而非完全的种族、民族的概念。《礼记·礼
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

修睦……。”意思是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必

须为大家所共有，只有实现天下为公，彻底铲除私

天下带来的社会弊端，才能使社会充满光明，百姓

幸福安宁。后来，孙中山将“天下为公”作为自己

的座右铭，并把它升华为革命事业的指导思想，

一生都在为实现“天下为公”而努力奋斗着。他

在《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中说：“提倡人民的

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

理是相反的。天下为公，人人的权利都是很平等

的。”[5] 孙中山将中国农民的平等思想、西方各国

的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融合在一起，赋予了

“天下为公”这样一个更加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概

念。按照孙中山的想法，未来国家的主人是全体人

民，国家大事的决策权在人民手中，幸福生活的主

动权也在人民手中。而且，要使全体人民过上幸福

平等的生活，尽量减少贫富差距，避免富人欺负穷

人的事情发生，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公天下”。孙

中山晚年，为实现自己天下为公的理想，系统提出

了“三民主义”的学说，用来实践天下为公中所说

的大同世界。

如果从学术史来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

下”是对文明世界的代指，虽然在历史语境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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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类型有一系列序列性划分，但都没有把政治

敌意和武力维护附加于“天下”秩序上。儒家有深

厚的“民胞物与”的情怀，和追求和谐的价值观的

倾向，这是一种“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

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足以可供

未来人类文化借鉴的思想资源。近代以降，国将不

国，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先进的中国人并没有因

救亡图存的急切而放弃对世界整体命运的思考。

著名思想家康有为发挥公羊学理论，结合儒学固有

之“公天下”理念，提出著名的“大同”说。“以

‘仁’字为唯一宗旨，以为世界之所以立，众生之

所以生……无一不本于仁，苟无爱力，则乾坤应时

而灭矣。”[6] 提倡一种富有人道主义的、互相关爱

的、“天下一家”的国际关系。康有为当年的设

想，虽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但也能与西方启蒙

思想家的主张相呼应，足以印证人类追求和谐国际

关系的普遍期望。

其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和人的全

面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基于人类共同命运而产生的科学

真理，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类最美好社

会制度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包罗万

象，但其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人和人类发展，即马

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的“旧唯物

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

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7]

马克思恩格斯在讨论人和人类发展问题时，曾

使用过“类存在物”“类本质”“类生活”“类特

性”“类解放”等概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

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

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

同一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

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

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8]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类本质，亦即人类共同的

本质，是指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本质特征以

及它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简单来说，人的类本质在

人的活动中表现出自由自觉性、主动创造性和自我

意识性。因此，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自由自觉”

是人之为人的“类特征”“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

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

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

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9]

而所谓人的类解放，不同于个人解放和个性

解放，是指人类的彻底解放，即由必然王国进入自

由王国。人类解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推翻剥

削制度，经过社会主义社会，进而过渡到共产主义

社会，才能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人的类解放就

是使人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体，实现“每个人的自由

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从而使人类

“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

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11]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讨论和预设人类社会未来

发展，必须严格依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人类发展

的理论，立足于“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从

类文明这个全新视角，从人的类存在、类本质、类

命运、类境遇、类现状、类解放去构建人类社会发

展愿景，推进人类社会永续和平发展。

其三，是对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人类

命运的现实关照。

同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一样，全球化、信息

化、智能化浪潮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正在向世界各

地蔓延。全球化是自15世纪新航路开通以来世界发

展的基本趋势，经过二战后的风雷激荡，在20世纪

80年代之后已然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进入21
世纪，全球化在经历了物资的跨国化、局部的国际

化以及全球化这几个发展阶段后，进而出现了相应

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

及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的

全球化趋势。

信息化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计算机

的普遍使用是其代表性象征。随着农业时代和工业

时代的衰落，人类社会急剧地向信息时代过渡（形

成所谓“第三次浪潮”），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形态

也正在由工业社会发展到信息社会。与农业社会和

工业社会相比，信息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不再以体

能和机械能为主，而是以知识和智能为主。于是，

智能化就成为信息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智能化

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新形态和新趋势，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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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持下，智能

化具有能动地满足人的各种需求的基本属性。智能

化的深度发展，不仅可以使企业大幅度减少成本、

增加利润、提高效率，而且还会使人类的工作方

式、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观念形态及至经济结构、

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面对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迅猛发展，

人类社会和人类命运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新的前景。

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资本的逻辑”曾经促使人

们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狭隘限制，使“民族历

史”逐步转变为“世界历史”。随着全球化、信息

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人类活动的时空进一步被

压缩了，世界越来越“小”，已然成为一个相互关

联、休戚与共的“地球村”。另一方面，人类的眼

界似乎又越来越“大”了，人类生活和实践环境以

及所面临问题的相关性、全球化，已然突破了过去

人们的狭隘视野、地方意识和封闭情结，要求更多

地从不同主体之间的共同目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需

要考虑问题。于是，如何发扬人类文化精神中的

“类意识”和合作精神，既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性

和多样性，又突出不同文化价值观的相关性和互动

性，就成为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人类文明

发展的崭新课题。

西方近现代社会对不同文明的差异虽然存在

诸多误读和偏见，但思想文化界一些有识之士仍旧

能超越东西之别，对未来世界提出过一些美好设

想。西欧启蒙运动时期，虽然民族主义盛行，但伏

尔泰、卢梭、康德、边沁等都展现出世界主义、国

际主义的情怀。二战后，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

究》中提倡建立一种世界政治共同体，以避免文明

冲突。在当代，西方人文学界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

“西方中心主义”存在的问题，试图加以克服和扬

弃，而在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和政界人士中，进

行文明对话以相互借鉴的思想也有着一定的市场。

特别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实践中，联合国的成立和运

行遵循其本身的宪章、原则，在培育各国的崇尚和

平、共同发展的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

说，时下由中国首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

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是对《联

合国宪章》的继承发展，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倡导人

类命运共同体，以化解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时

代由于文明差异而带来的文明冲突，促进人类不同

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

那么，在全球化时代，提出和研究类文明究竟

有什么特殊意义呢？这个问题讨论起来相当复杂。

在这里，我们试以钱钟书先生所写的《围城》的主

题，聊以说明提出和研究类文明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

许多人都读过钱钟书先生写的《围城》，但对

于《围城》的主题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过。通常来

说，一部书的主题就是该书的红线，是贯穿该书始

终的灵魂。关于《围城》的主题，学界有各种各样

的说法。钱钟书先生于1946年《围城》初版“序”

中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

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

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

物的基本根性。”这也就是说，《围城》的主题实

际是要透过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来揭示人类共同的

“基本根性”。

《围城》是在写人，而且写了各色各样的人，

但其目的是要研究人类的“基本根性”。那么，什

么是人类“基本根性”呢？人类的“基本根性”，

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生理体质特征（即体

质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二是人的社会性，包括几

乎全部社会科学及人文、哲学的领域。钱钟书先生

在解释为什么要写人时说：“我立意写的是人，不

单单是中国人，更不是留洋回来的知识分子。我

一再说，我是在写人，大一点说是写世界人类的 
困苦。”[12]

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世界人类的困苦”，类似

于我们提出的“世界人类的文明”或“世界人类的

命运”。关注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研

究不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寻找不同文明的共同点

和结合点，这就很自然地为人类社会永续发展提供

了一种新的理念和文明形态——类文明。而类文明

的提出和研究，因其追寻的是人类的“基本根性”

和人作为类的特征，这就自然地又与人类命运共同

体勾连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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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人类本原和

本质的追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对事关人类

永续发展的基本问题的初步回答。尽管人类命运共

同体与外交策略和全球治理有关，但提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却有着不同的旨趣，从终极意义上讲，

它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追求和文明追求，是对人类生

命、人类本原特别是人类本质的一种追寻。

（一）人的本质是生物本质与社会本质的统 

一体

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人的本质是什么？自

古以来，这些被称之为“斯芬克斯之谜”，吸引了

无数思想家去破解。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就发出过

“人啊！认识你自己”的号召。当时也有“人是万

物尺度”的主张，强调了人之于世界的重要性。亚

里士多德进而提出“人是天生政治动物”和“社会

动物”的著名论断。文艺复兴以后，康德提出“人

是目的”的论断，强调人是世界的中心，人的本质

在于理性。中国传统哲学虽然对“人是什么”没有

正面回答，但也提出过“人是伦理的生物”的重要

思想。

费尔巴哈是运用唯物主义研究人的本原和本

质的第一人。他通过研究人与人的关系，第一次使

用了“类”的概念，突出了人的“类本质”。费尔

巴哈“类”和“类本质”的发现激发了马克思对人

的本质的探讨。因此，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

曾经多次出现过“类存在物”“类生活”“类特

性”“类本质”等提法。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抽象地谈论

人的本质的局限性基础上，认为人有两种本质——

即本体论本质和社会本质。

人的本体论本质（即人的生物本质）是指人的

需要和享受，或享受的需要。人，只要是有生命体的

人，他的所思所为都是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为

了生存，必须进行劳动，创造财富。因此，在一定意

义上讲，劳动和创造财富就是人的本体论本质（生物

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

许多需要。”“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13]

人的社会本质即人的社会属性。人不是单一个人

的鲁宾逊，人总是在一定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脱离

与他人联系的人，不是野蛮就是神祇，绝不是现实的

人。因此，“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

马克思关于人的两种本质的理论，为揭开人类

真正的本质提供了理论指南。它告诉人们，人与包

括动物在内的其他事物的根本区别，主要不在于人

的生物属性，而在于人的社会属性。毫无疑问，人

是由动物变化而来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然属

性。然而，人的这些自然属性（包括吃、喝、拉、

撒、性行为，等等），虽然看得见、摸得着，甚至

决定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但这些自然属性并不能

使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也难以反映人类不同于其

他生物的特殊性。因此，那种认为人的生物属性

就是人的本质的观点，由于缺乏人的社会属性的内

容，往往容易把人和动物混同起来，从而使“人的

本质”这个概念失去了它特定的含义。

关于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恩格斯曾经做过经

典的论述。他指出：“人类社会和动物界的本质区别

在于，动物顶多只能采集，而人类则能生产。”[15] 
这也就是说，能够进行生产，能够通过能动地改造

自然界取得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自身的需要，是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而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人

与人之间必然发生联系，这样就必然会产生一种新

的、动物所没有的属性——人的社会性。正如马克

思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结

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就不能进行生

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

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

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16]。这就

是说，人类的生产活动从来都不是一种孤立的个人

活动，而是一种相互合作的社会活动；要进行生

产，人们之间就会发生一种新的关系——即相互合

作的社会关系。由此可见，只有反映人们在生产中

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即人类特有的社会属

性，才是人和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中，由于历史和阶

级的局限，他们关于人的两种本质的认识，多数都

是片面的，要么只强调人的生物本质，忽视人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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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存在；要么只讲人的社会属性，忽视人的生存需

要。这种割裂人的生物本质和社会本质的理论和思

想曾经给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视角，比较

系统地阐明了人的生物本质和社会本质，强调人既

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同时也是只有在社会中存

在的社会群体，是生物本质（自然属性）与社会本

质（社会属性）的统一体。这样就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提供了最基础的本体论前提——即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并非寻找什么空中楼阁，而是寻找人类

的本质和本原，寻找人类的现实所在，寻找人类未

来的走向，从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会成为

只是人们谈论美好前程或愿景的一个画饼。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寻找人类的生存方式

和共处方式

由于人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属性，这

就决定了人类需要不断地寻找两种存在方式：一是

生存方式；二是共处方式。生存方式是人类生物本

质的内在要求，共处方式是人类社会本质的内在要

求。生存方式解决的是人类生命延续问题，共处方

式解决的是人类优化发展问题。

在前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

不同的人群基本可以在自己狭小的生存空间内过着

“明月隔山岳，世事两茫茫”“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的恬静生活，无论生存方式或是共处方式

都是“纯自然”的，似乎不需要与他人发生关系。

而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共处方

式都发生了重大变革。自15至16世纪新航路开通

后，从欧洲到美洲、亚洲和非洲等地的交通往来日

益密切，地中海沿岸和大西洋沿岸工商业经济繁荣

起来。商业的迅速发展，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

展，锤炼了欧洲人敢于冒险、勇于拼搏的精神，开

阔了人们的眼界和发展路径，把世界各国和各个地

区连在一起，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和范围，打破

了过去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互相隔绝和孤立发

展的局面。

全球化和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的多元化和普遍的

政治化，此时，和平共处就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根

本性问题。换句话说，如何才能学会文明地对待由

于利益和社会认同的多元化而产生的冲突，这是关

系到人类社会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在这种形势下，

共处就成为各社会和各文化内部以及各社会和各文

化之间实现文明相处的核心要求。这个问题原本是

欧洲面临的问题，如今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为了寻找共处的新方式，人类社会曾经走过一

段曲折的历程。17世纪以来，在欧洲率先确立的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高速发展的生产力，从而将

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都卷入了世界市场。为了争夺

世界市场，先是英、法等国开拓了美洲新大陆，后

是欧美强国联合或分别对东方发起了一场又一场侵

略战争，最后是在20世纪上半期世界强国间连续上

演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打破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宁静，整个世界都变

得骚动不安了，原本不同国情、不同制度和不同文

化的国家都在为了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的居所而相

互争夺着。

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启迪人们，人类不

能以战争和相残的方式共处，必须以和平和互利的

方式求得新的发展。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在中

国、印度等国的积极倡导下产生了著名的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互不侵犯、互

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一定意义上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是人类在新

的发展条件下寻找共处方式的有益探索，也是今天

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早萌芽。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半个多世纪以来，随

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

环境和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

世界各国交往越来越频繁，人类关系越来越密切，

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以至于人们将其称之为“地 
球村”。

当今世界，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

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同时，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

新问题、新挑战——粮食安全、资源短缺、环境污

染、疾病流行、网络攻击、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

安全问题，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

战。世界上的人类，不论你身处何国、信仰何如、

是否愿意，实际上都已经处在一个生死攸关、命运

与共的共同体中。

正是在这种世界的大变局中，中国领导人审



14

虞崇胜　闫明明：类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时度势，及时而敏锐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念。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国际关

系学院的讲演中指出：“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17]2015年9月28日，他在

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当今世

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

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8] 2017
年1月18日，他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讲演中正式提

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议：“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 一代又

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

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19]

中国国家领导人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

表述，得到世界各国学界和政界的普遍认同。2017
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首次将“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载入联合国决议。9月11日，第71届
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

要求“各方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改善全

球经济治理，加强联合国作用”，同时重申“联合

国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寻求

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共同之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在2017年11月召开的第72届联大负责裁军和

国际安全事务第一委员会会议上再次将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载入联合国决议。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成为广泛的国际共识，得

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精义是什么？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命

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

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

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

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变成现实。”[20]从本质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指涉的根本问题，就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建

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

一关系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如

果从类文明的角度来说，提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就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寻找人类新的生存方

式和共处方式。换句话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沿

着人类的生物本质和社会本质，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寻找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和共处方式的有益尝试

和积极谋划。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或主要是价值共同体

必须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关涉人类生存

和发展，但它基本上是一种价值目标，是对于人类

未来愿景的一种谋划，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

或主要是价值共同体，是人类在新历史条件下寻找

最佳生存方式和共处方式的长远发展目标。

习近平主席在谈到如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时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

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

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21]显而易见，中国

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一种政治实

体，或一种实体共同体，而是关于全人类休戚与共

认识的价值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家、民族

等实体共同体不一样，它其实是一种相互关系模

式——即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共处模

式。在全球化时代，既然人类都在地球上活动，全

人类生存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具有同呼吸、共

命运的关系，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以价值共

识为纽带，通过“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树

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进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构建提供基本的价值前提。

阿克顿勋爵在解释世界史时说过：“世界史截

然不同于由所有国家的历史合并而成的历史。它不

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不断的发展。”“虽然它将

根据诸民族对人类的共同命运作出贡献的不同时间

和不同程度来讲述它们的故事，但不是为了诸民族

本身，而是与一个更高级的系统有关，且服从于这

一系统。”[22]

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更高级的系统”，其实

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更高级的系统”“将

照亮人们的灵魂”。如果把“更高级的系统”置换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当

代中国领导人倡导的一种价值原则，而不是要建构

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实体，但这种原则必须是大家都

可以接受的价值原则，因为它是超越了民族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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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涉人类共同命运的价值原则。因此，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一定要有人类全体即“类”的概念，要

从人类整体上去解释和理解它，特别是要从人类生

存方式和共处方式的高度去理解它，进而用“类文

明”之光去照亮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前程和愿景。

三、从类文明角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

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23]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

化的人类”，也就是从类文明角度，从类的命运、

类的境遇、类的现状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

将关涉人类命运的三重关系统一起来。

（一）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起来

作为自然属性的人类，首先是作为生命体的存

在。因此，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人类首先要解决的

问题就是生存和发展问题。对于人类来说，发展始

终是第一要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抓

住发展这一要务。

与此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必须找

到新的人类共处方式，体现人类社会属性的要求。

当下的世界，既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从世界多

极化、经济全球化，到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

人类生存的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地球村里，谁也不能独善其

身，置身于共同体之外。在现代化发展中，“没有

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

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2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旨，就是通过相互交

流、相互切磋和相互砥砺，找到人类生存和共处的

新方式，实现“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

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

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25]

到这里，有必要提出一个所有谈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人都忽视的问题，这就是人类命运共体不只

是就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明与文明之

间的关系而言，它其实是对人类所有关系而言，包

括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因为

人本来就是类动物，也是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生存

的动物。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定要运用到

一国内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命运共同体意识十分重要，没有命运共同体意

识，或者没有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自觉，个人的权利

和尊严随时都有被践踏的可能，甚至有被夺去生命

的可能。这在现实生活中的许许多多事例中都得到

了印证。

稍远的以“文化大革命”为例。在“文化大

革命”中，党的代表大会决定要开除国家主席刘少

奇的党籍，只有陈少敏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其他人

都投了赞成票。殊不知，正是多数人对“文化大革

命”的无命运共同体意识，结果导致了长达十年的

政治灾难。最近的以2018年10月重庆万州公交车坠

江事件为例。透过这个事件可以发现，共同体意识

对于共同体中每个人生命的重要意义。由于公交车

上全车的人都缺乏共同体意识，即缺乏生死与共、

同车共济的基本意识，所以才有女乘客不顾全车人

生命安全厮打掌握方向盘的司机，也才有司机罔顾

全车人生命安全而放弃方向盘与女乘客厮打，也才

有车上乘客无一人上前制止和劝阻女乘客与司机厮

打。结果悲剧发生了，由于共同体意识的缺乏导致

了共同体内所有人付出了生命代价。

上述事例告诉人们：人是类动物，总是生存在

一定的共同体之中。因此，共同体意识对于人类来

说具有性命攸关的意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如

果只有个别人缺乏共同体意识，可能不会导致重大

灾难，如果全体人都缺乏共同体意识，共同体中每

个人都可能会灾难临头。

（二）将价值共同体与行为共同体统一起来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必须有共同的价值观。只有在相互交流、相互

切磋、相互砥砺中达成共识，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

共同价值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望才有

可能实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主要是价值共同体而不

是实体共同体，但是价值共同体的实现并非不需要

人类的共同行动。恰恰相反，任何价值共同体都需

要人类共同谋划和协同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

束之高阁的空洞价值，而是需要人类共襄的时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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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需要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参与。我们应该凝聚不

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

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26]

实际上，自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倡议以来，已经得到了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

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热烈响应。在已经取得基本共识

前提下，必须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进入人类发

展议程，使之成为人类谋求自身良性发展的实际行动。

（三）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统一

起来

马克思主义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出发，将人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统一起来，

既突出了人的生物属性，克服了唯心主义忽视人的

物质需求的缺陷，又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避免了

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忽视人的社会关系的窠

臼。由此，马克思主义不仅奠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人性基础，而且在人的双重属性基础上，依循着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了人类社会组合的未来愿

景——自由人的联合体。

当我们将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

比较时，就会发现两者的提出虽然相隔将近170年，

但其旨趣却有诸多相似的地方，无论从理论基点抑

或理论指向看，自由人的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

走向和目标与“自由人联合体”高度契合，二者都

凝结着对人类命运的现实关切和终极关怀。其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是根据现阶段世界发展

状况提出的社会理想和具体目标，但从长远来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在营造

未来社会建设和发展的基础，是现阶段在世界范围

内实现超越意识形态和制度壁垒的自由人联合体的

预演。其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需要的

是共享发展理念。而自由人联合体的前提，也是经

济社会的高度发展。“自由人联合体”接续着人类

命运共同体，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出发，在此基础上

促进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由必然王

国进入自由王国，人类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类。

总之，“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

体”拥有相同的价值旨趣，都是从人类的类本质出

发，将人类的生物本质与社会本质结合起来，顺应

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类全面和自由的发

展，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从而使人类“成

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

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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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uild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Yu Chongsheng    Yan Mingming

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provides a beautiful blueprint for the diverse world to 

be able to rest and live together. Where do people come from, where are they now, where are they going? This is a basic problem 

that plagues humanit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is the initial answer of 

the Chinese people to the basic issues concern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proposing 

and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not only a diplomatic strategy and a global governance program. It is also a 

pursuit of value and the pursuit of a new human civilization. It is actually a human life, a human nature, and a human condition. The 

pursuit of humanity, the future of mankind, and the pursuit of humanity are the ideals and destinations of human being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refore,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we must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new civilization-human civilization, and unite human natural attributes with social attributes, value community 

and behavioral community,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and free-human union.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very hot discussion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which in turn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ussion in a more rational and 

pragmatic direction.

keywords: human civilization;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value community; free man union


